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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整体护理理念与多学科团队协作模式在肿瘤治疗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医务社会工作者成为提供心理

社会支持的重要专业力量。本研究基于自身实践与互动秩序理论的信任建构洞察，探讨男性医务社会工

作者进入妇科肿瘤病房这一特殊场域时，如何通过情境化实践建立专业信任关系。研究发现，信任的生

成依赖于“制度身份”“共情节奏”与“知识展示”等多重边界的持续协商，并深受疾病私密性、空间

属性及社会期待的影响。本研究揭示了医务社工在敏感医疗场景中建立信任的动态性与关系性本质，其

价值在于为护理及其他医疗团队成员理解医务社工角色的建立机制提供实证参照，有助于促进多学科协

作中的角色互认与团队融合，从而提升对妇科肿瘤患者的整体支持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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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the holistic care concept and the multi-disciplinary team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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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in the field of oncology treatment, medical social worker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force in providing psycho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practice and the trust-
building insights of the interaction order theory, explores how male medical social workers estab-
lish professional trust relationships in the special context of gynecological oncology wards through 
contextualized practic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generation of trust depends on the 
continuous negotiation of multiple boundaries such as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o-episode rhythm”, 
and “knowledge display”, and i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the privacy of the disease, spatial attrib-
utes, and social expectations. This study uncovers the dynamic and relational nature of trust-build-
ing by medical social workers in sensitive medical settings. Its value lies in providing empirical ref-
erences for nursing and other medical team members to understand the establishment mechanism 
of the medical social worker’s role,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role recognition and team in-
tegration in 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ereby enhancing the overall support effectiveness 
for gynecological oncolog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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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医疗关怀而言，整合的心理与社会维度的全人照护范式在肿瘤治疗领域明显

成为一大趋势，而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在此背景下，医务社会工作者逐渐成为多学科团

队里的关键力量，心理支持和疏导、资源链接、协助医患沟通等都属于其工作内容，舒缓疾病带来的身

心困扰和提升患者的生命尊严与生活质量是他们致力于追求的目标。然而，要想这些服务能落到实处，

首先考虑的是双方能否建立起信任关系。特别是当我们处在妇科肿瘤病房这样的空间里时，专业关怀实

践不仅与疾病挂钩，更与身心体验、个人隐私以及深植于文化中的观念紧紧相连。在如此情境里，专业

信任不会无故产生，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关注的议题：当一位男性医务社工走进妇科女性肿瘤患者的病

房，这种跨越差异的、旨在提供关怀支持的关系，如何能一步步构建起来？ 
为深入剖析此过程，本文以欧文·戈夫曼的互动秩序理论为基础，其强调，信任是在具体情境中通

过人与人的“表演”与协商逐渐形成的。我们将男性医务社工视为“演员”，探讨其如何运用自身制度身

份(道具)、把握共情节奏(表演风格)、适时展示专业知识(剧本)，与患者(观众)在妇科肿瘤病房这个特殊的

“舞台”共同塑造出一种牢固的信任关系。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柳州市 L 医院肿瘤科的实地观察，以及对五位妇科肿瘤患者的访谈，去呈

现男性医务社工进入妇科肿瘤患者病房这一特殊互动情境中，专业信任建构的复杂肌理与实践智慧。希

望能为本土医务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打开一扇真实的窗。 

2. 文献综述 

2.1. 医疗场域中的信任研究 

在医学社会学和卫生服务研究领域中，如何能让医患之间、护患之间建立信任，一直以来都是个备

受关注的话题。已有研究大多从结构性的权力关系、沟通中的理性行为，以及专业技术的展示等经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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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讨论。就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来说，其就隐含了一种基于医院制度性权威的信任模式[1]。后有

研究者指出，医疗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知识和权力不对称，信任的基础即来源于此，但这也是造成关系紧

张的根源[2]。而从沟通方面切入的研究则表示，要想建立认知与情感的信任，关键在于信息是否共享、

决策是否透明、是否有情感的共鸣[3]。护理学研究则认为，赢得信任的核心要素在于自身的专业能力与

关怀行为[4]。 
但这些主流视角对于信任如何在具体互动里“慢慢长出来”的过程，挖掘得还不是很全面。例如，

互动中涉及到的细微情感调整、非语言肢体动作，以及在特定情境下的灵活反应和协商，这些都在一点

一滴的塑造信任。卢曼提出的系统信任理论，在涉及到那些高度个人化、身体化的医疗情境时，要充分

解释面对面互动中的微观机制还颇有难度[5]。于本研究而言，像妇科肿瘤病房这样情感张力之大、身体

又极度脆弱的空间，信任的建立更需要那些微观且情境化的互动实践。 

2.2. 医务社工的专业关系与信任建立 

对社会工作来说，建立信任几乎是所有服务的起点。教科书里一般会强调几个基本原则：真诚、同

理心、不评判、保密，并且发展出了不少沟通技巧[6]。然而，目前关于医务社会工作者建立信任的研究，

大多还是直接套用这些通用模型，这也在无形中假设了服务双方的身份相差无几、面对的情境也显得一

般[7]。可一旦遇到身份比较特殊，或者医疗情境本身比较极端的情况，这些通用模型的解释似乎有些乏

力。此外，现有文献对这种“特殊身份”和“极端情境”交叉的复杂局面，还缺少足够深入和具体的实证

观察[8]。 

2.3. 疾病、身体与隐私空间的独特性 

对患者来说，这类疾病及其治疗，都会对他们的身体意象、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带来不同程度的冲

击[9]。疾病使得极其私密的器官和功能受到医学的凝视，这极易会给患者造成关于身体完整、自我价值

和社会角色的深层困扰[10]。所以说，妇科肿瘤病房就像是一个中枢场域：集高度敏感的身体隐私、具体

的文化内涵、以及沉重的复杂情感于此[11]，在这个空间里，所谓的社会污名、对失去身体自主权的感受

以及努力守护私密领域的需求，共同交织成一种独特且需要小心维护的互动秩序[12]。 

2.4. 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为理解医疗信任、社工关系与妇科肿瘤体验打开了前路，但聚焦的多是比较宏

观或普遍的模式。当我们身处于“男性医务社工进入妇科肿瘤病房”的实际场景时，则会发现这种身份、

情境与空间特殊性高度交织下的信任建立过程，还无法充分表达出其在日常互动中微观动态的协商本质。

本研究立足于这一敏感临床空间，通过细致的田野观察，考察专业信任是如何通过情境化的互动实践被

一步步构筑起来的，希望能为理解复杂医疗场域中的关系建立提供一些实证的细节。 

3. L 医院肿瘤科与研究对象背景 

3.1. L 医院肿瘤科 

柳州市 L 医院肿瘤科总共分了三个病区。一病区在 2 号住院楼的二楼，二病区则与安宁疗护病区一

起，都在 3 号住院楼的二层，中间有条走廊连着。三个病区开放编制床位共 135 张。社工主要工作在二

病区，编制床位是 39 张，一共 10 间病房，有 4 间双人房，还有一间四人间和一间五人间。这里收治的

主要是妇科肿瘤病人，比如宫颈癌、卵巢癌术后的患者。这对于观察一位男性医务社工如何在这里工作、

如何与患者建立信任，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且有意义的场景。在这里，能感觉到一种独特的“秩序”，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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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医院的规范，也有女性群体之间、医患之间那种微妙的互动张力。 

3.2. 研究对象背景 

P01 阿姨，56 岁，退休教师。她本科毕业，目前住柳州市区，儿子也成年独立了。她被确诊宫颈癌

已有两年，做了子宫全切手术。生病以后，她自己也常说，好像突然从“老师”这个角色里被抛了出来，

住在病房里，需要重新适应“患者”这个新身份。虽然家里支持系统不错，但那种因身体变化带来的心

理波动，还是很明显的。 
P02 大姐，47 岁，来自农村，平时务农。她确诊宫颈癌已有 8 个月，做了锥切手术。因为不太认字，

她更习惯听我们当面讲，或者直接比划给她看那些复杂的医疗说明和文件。她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之一，

这一病，不光家里经济受影响，正上初中的女儿谁照顾也成了现实问题。所以她的很多就医决定，都得

和家里商量着来。 
P03 奶奶，68 岁，住在农村，不识字，老伴走了，也没有子女。她患有宫颈癌已经 6 年了，因为年

纪和身体原因，现在主要是姑息治疗，减轻痛苦。没有直系亲属在身边长期照顾，能依靠的社会关系很

少。医院对她来说，几乎成了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有一种长期的依赖感。 
P04 奶奶，71 岁，是位退休职工，老伴也不在了，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她是专科学历，住在城

里。卵巢癌确诊三年，经历了大手术和好几次化疗。年纪大，自己独居(儿子们主要是电话关心)。退休职

工的医保让她经济压力小一些，但治疗带来的身体难受和一个人时的孤单，常常交织在一起。 
P05 姐姐，45 岁，在职职工，家住城里，本科毕业，儿子还在上小学。她查出卵巢癌一年，做了一

侧卵巢切除。这个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又忙的时候，疾病突然闯进来，把生活节奏和计划都

打乱了。如何在患者、妈妈、员工这几个角色之间来回切换和平衡，成了她最深的体会，有时候感觉她

比谁都累。 

3.3. 研究者的位置性 

“男性”身份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变量，使得其天然成为妇科病房空间中的“异质性存在”。这种性

别差异放大了初识时的距离感，患者(尤其年长者)的初始审视更为明显，也使得涉及身体、亲密关系等话

题的切入必须极其谨慎，甚至常常被主动回避。然而，这一身份也可能带来某些“反向优势”，例如，在

帮助 P02 大姐处理复杂的报销单据时，她可能将“男性”与“能办成事”的社会印象部分投射到社工身

上，加速了工具性信任的建立。 
“实习生”与“年轻学者”的双重身份构成了微妙的权力关系。一方面，“实习生”身份带有“学习

者”和“非正式员工”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工的“权威性”，但同时也可能削弱患者的防御

心理，使互动显得更轻松、非官方。另一方面，“年轻学者”的研究目的使社工始终保持一份观察者的自

觉，这种“局内–局外”的张力，能使其更敏锐地捕捉互动中的细微变化，但也可能导致为了“观察”而

有意延续或试探某些对话，影响了互动的纯粹自然状态。 

4. 信任建构的“进入”与“协商”过程 

作为一名男性医务社工，走进妇科肿瘤病房，想要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信

任不是被给予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接触、试探、回避与接纳中慢慢“长”出来的。 

4.1. 入场的制度庇护与初始信任 

场景一(P01，退休教师)：与 P01 初次见面，社工穿的是一件医院统一给医务社会工作者配备的浅蓝

色工装，胸前挂着的医院工作牌，代表着自身身份。社工跟着肿瘤科的护士长走进病房，护士长很自然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6.10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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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笑着对她说：“P01 老师，这是医院新来的社工小周，以后您要是有什么治疗之外的事儿，或者有心里

有什么困扰没地方倾诉时，都可以找他。他也是我们医疗团队的一份子。”P01 原本还用略显奇怪和谨慎

的眼神打量着，一听到“医院的社工”和“医疗团队”这几个字后，慢慢放下了戒备。她微微点头回应：

“哦，是医院的啊，请坐。” 
场景二(P02，务农大姐)：与 P02 第一次打照面时又是另一种情形。社工是跟着另一位护士在走廊遇

到的大姐，她正拿着几张缴费单子站在原地发愁，眉头紧凑。护士与其寒暄了几句接着说：“大姐，这是

医院里派来帮忙的社工小周，您那些单子上哪里弄不懂的，可以问他。”话音刚落，P02 迫不及待的把单

据向社工递去，语气急切：“小周，你快帮我瞧瞧，这个还能再报销点儿吗？” 
分析：首次接触，医务社会工作者的“个人前台”——浅蓝色工装和医院胸牌，犹如一张无声的“介

绍信”，象征着一种制度性标识。这种标识并非中性，它悄然将社工纳入了医院的权力–知识体系，使

患者在无意识中将其与医疗权威部分关联，为后续互动预设了一个“制度代理人”而非纯粹“私人闯入

者”的初始脚本。它清晰的向患者表示，虽然它作为一个非临床治疗角色，但也和医生、护士一起，同属

于医疗团队的一部分。这里的视觉信号作了间接铺垫，它把一个陌生的“医务社工”身份，迅速拉进了

她们熟悉的医院环境里。更重要的是，护士的引荐构成了关键性的团队支持。在患者看来，医护人员是

医疗团队的核心表演者，掌握着专业知识与救治权力。他们的引荐，就像一种有力的担保，把医务社会

工作者这个“新人”划进了“自己人”的圈子。 
然而，不同社会背景的患者对此“制度性认可”的解读和利用方式存在差异。对于 P01 这类教育程

度较高、信息获取能力强的城市知识分子患者，“制度身份”更多意味着一种“程序正当性”和“专业对

话资格”的授予，她据此初步判断社工是“可以理性沟通的医院人员”。而对于 P02 这类面临急切现实

困境、更依赖权威指引的农村患者，“制度身份”则直接转化为“工具合理性”，护士一句“派来帮忙

的”使其立刻将社工视为一个可解决眼前难题的权威渠道。这种差异预示着后续信任建构路径的分化。 

4.2. 情感边界的感知与共情节奏的调试 

场景一(P05，在职中年母亲)：第一次和 P05 单独聊天，社工照例问了句“最近感觉怎么样”。她没

有接话聊病情或身体，而是话锋一转，说起了儿子：“就是操心孩子，我这一住院，他爸爸又得上班又得

顾他，学习怕是要跟不上了……”她细细碎碎地讲着儿子的日常，关于治疗的话，只是轻轻带过。而社

工当时没有硬把话题拽回到疾病上，而是顺着她的话听，接着问：“是啊，当妈的都是这样，孩子多大

了？” 
场景二(P03，独居老人)：在与 P03 早期的接触里，她特别喜欢聊病房里的琐事，比如今天的菜咸不

咸，隔壁床的家属带了什么新鲜水果。社工只是听着，偶尔应和。而有一次，社工顺手帮她理了理床头

柜上散乱的东西。过了好久，在一次寻常的闲聊末尾，她忽然轻轻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老了，身

边也没个常伴的人，住在这医院里，反倒觉得还热闹些。” 
分析：患者初期的对话回避，何尝不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她们在小心翼翼地划定一个边界，把

那些关于疾病的痛苦、身体的担忧、甚至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最脆弱的部分，暂时藏在“后台”。戈夫曼

说的“前台”表演，在此尤为贴切。病房这个“前台”区域，患者需要维持一个“承受疾病的勇敢者”或

“关注日常的平常人”的角色形象；而涉及疾病恐惧、身体隐私的“后台”真实感受则被谨慎隐藏。这

时，社工的倾听、对“题外话”的接纳，甚至适当的沉默，都不是被动或没有作为。而是一种主动的“配

合”，是在向她们发出信号：我在这里，但我不急着闯进去，我尊重你开口的节奏。 
这种“共情节奏”的调试，因患者的社会角色与情感表达习惯而异。P05 作为中年在职母亲，其“母

亲角色”构成了她最熟悉也最安全的情感“前台”，社工对其母职焦虑的接纳，迅速建立了基于共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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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角色理解的情感联结。而对于 P03 这样社会联结薄弱的独居老人，其情感“后台”的孤独感更深，共

情的节奏需要更慢、更迂回，通过参与其日常琐碎的“前台”表演(聊饭菜、整理物品)，逐渐营造出一种

类似“陪伴者”的轻松氛围，才可能让她在不经意间流露一丝后台的情感。社工其实就是跟着患者的“剧

本”走，避免因为自己太着急或太直接，把这场刚刚开始的“对话”给弄僵了，即防止“表演崩溃”，为

之后更深的信任留出了空间。 

4.3. 专业角色的展现与认知信任的锚定 

场景一(P01，退休教师)：经过多次接触后，P01 主动向社工问起：“小周，你能给我讲讲咱们柳州

对于癌症门诊特殊慢性病的报销政策吗？文件里的有些地方我看不明白。我还听别人说有公益组织能给

放疗期间的病人提供营养补助，不知道这消息准不准确？”社工随即细致认真的给她说明了政策查询和

申请的步骤，并协助其核实了营养补助项目的具体申请条件和途径。 
场景二(P04，独居退休职工)：在一次化疗后，P04 心情忧郁，主动与社工谈及其烦恼：“女儿总劝

我去她那边养病，还有人照顾，可我办了异地医保，报销了不少费用。但在这边得靠自己一个人，真纠

结。”社工了解后，一边平复阿姨的心情，一边与她共同分析了去女儿那边的利弊，也归纳了当地可链

接的社区服务、志愿者资源和一些与养老相关的政策信息。 
分析：当患者开始主动向社工询问政策、资源、家庭决策这些具体问题时，意味着双方的关系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这时，患者对社工的期待，已经从“表达性表演”，即有耐心、能共情，转向了“工具性

表演”，即社工解决问题的能力。戈夫曼提到互动依赖于共同认可的“情境定义”，P01 和 P04 的提问，

正是在重新定义其与社工当下的交流：这是一次寻求专业帮助的咨询。社工能否给出准确、可靠、有用

的信息，成了信任可否扎下根的关键。当社工有条不紊的回应了这些问题时，其在她们心里，便从一个

“可以聊聊的人”，逐渐定位成了一个“能办实事的人”。这种能力的展现，改变了她们看待社工的视

角。对于 P01 老师这样信息意识强的患者，社工的专业表现印证了她最初的理性评估；对于 P04 阿姨这

样被现实困境缠绕的患者，社工给出的思路和选项，让她在情绪低落之外看到了行动的可能。这种基于

认知和能力的信任一旦建立，关系就极可能变得更为结实和有用，社工的专业角色也才算真正立住了。 

4.4. 当触及核心隐私时的互动策略 

场景一(P02，务农大姐)：在一次聊到家庭状况和支持时，社工小心地问了句：“在您生病后，您的

爱人对您的照顾和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P02 大姐低下头不知所措，手里无意识地搓着衣角，犹豫了片

刻后，才断断续续小声说：“他……就那样呗，一天到晚都在地里忙活的人，不会讲啥。”随即将话题跳

到了女儿的学习生活上。她看起来有些不适，社工于是没有再追问。谈话结束后，社工善意的提出建议：

“大姐，假如以后觉得家里沟通存在问题而需要找个专业的人来解决的，医院里有家庭咨询室，我可以

帮您联系。” 
场景二(P05，中年母亲)：P05 在恢复期曾不经意的提到因身体变化而产生的心理困扰，然而，当社

工试图追问这有没有对她和爱人的关系造成影响时，她流露出抗拒的神情，语气也变得生硬起来：“这

个……没必要讲这个吧，都这岁数了。”社工也表示理解：“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顾虑。但假

如您在康复期间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医院里也有相关的团队，包括专业的妇科康复医生和心理咨询师，

都会尽可能的帮您解决困扰。” 
分析：当谈及夫妻关系、身体隐私等核心话题时，患者所展现的纠结、回避以及抗拒行为，则是“情

境不当”的暗示。在这偌大的“舞台”上，每个角色都在被社会规范约束着，而需要自身掌握“表演”范

围。从上述场景可以看出，假如再进一步探讨关于患者亲密关系的细节，则极可能会被认为越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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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陷入羞耻、尴尬的境地，引发对方的反感，而积累不易的信任也会在顷刻崩塌。值得注意的是，即

便同样表现出回避，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可能不同。P02 大姐的回避，更可能与农村环境中对家庭内部事务

(尤其是夫妻关系)的“家丑不可外扬”观念，以及对男性外人谈论此事的强烈不适有关。而 P05 的拒绝，

则可能更关联于城市职业女性对个人隐私的严格界定，以及在中产家庭语境中对维持某种体面与独立形

象的需求。 
社工提到“家庭咨询室”、“妇科康复医生”、“心理咨询师”，是一种“第三方转介”策略的运用，

是社工在面临“角色距离”困境时的一种“印象管理”。它既避免了因强行深入而导致的自身角色“失

当”(即从“支持者”滑向“窥探者”)，又将可能的风险转移至更专业、情境更私密的设置中，从而维系

了当前互动框架的稳定性与自身的可信赖形象。若强行深入则可能导致冷场或关系破裂，不如以一种温

和、保持开放的方式，为患者未来可能的需求提出一个规范化、专业化的出口。这绝非是放任问题不管，

而是在深知互动情景特殊性的前提下，为患者脆弱的“后台”领域作出的一种保护，为了稳固已经建立

的信任，而做出的一种专业性“后退”，并试图为她铺开一条通往其他专业支持的“路”。 

5. 信任作为一种情境化的“关系性实践” 

5.1. 从“维度”到“情境”的信任建构复合框架 

本研究发现，信任的塑造与流动并非全基于理性判断、认知和情感的共鸣，而是穿行在三重特别的

情境滤网之间的动态实践。 
首先是“疾病情境”，包含了妇科肿瘤的生理属性与社会文化内涵。谈及妇科肿瘤就意味着话题会

与女性的身体隐私、对自我的认同，以及家庭扮演角色息息相关，这些话题本身就自带极高的私密性，

就像是一个被严实包裹的“后台”。 
患者最初聊天时的沉默与回避，把话题转到家里的日常食宿，现在想来，那正是在对其“疾病后台”

的小心保护。 
其次是“空间情境”，即病房的物理属性与社会空间。此空间以女性患者居多，同时承载着她们的

日常治疗与生活，其本身早已产生出特定的规范与氛围。当男性工作者走进去的一刻，无论基于何种身

份，首先就被判定为一个“闯入者”。因此，护士老师的引荐、社工自身的浅蓝色工装，这些都在为一件

事做铺垫：努力重塑此空间，将社工这个“外人”慢慢标记为“我们治疗团队里的一员”。 
最后是“角色情境”，换句话说，是社会对“一个男性助人者能为女性患者提供何种帮助”那份摸不

着的预期。这份预期可能装着对专业性的期待、对安全距离的要求等多重矛盾的浮想。所以，社工需要

在互动中多去感受并调整自己，以回应这些或明或暗的期待。 
戈夫曼的“情境定义”概念则能有效地统合这三重滤网。信任的成功建立，关键就在于双方就“我

们现在在干什么”达成了一种临时的、心照不宣的共识。就如，双方都同意这次谈话是“关于治疗外困

难的专业咨询”，而不是“对私人生活的窥探”。此共识，则是穿过那三重滤网后搭建起来的脆弱桥梁。 

5.2. “工具性”与“表达性”的张力与统一 

在妇科肿瘤场域里，社工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工具性”角色，即能办实事和解决问题，如医

保报销、资源链接；另外则是“表达性”角色，即提供情感支持，能共情和陪伴。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持

续的张力。 
戈夫曼提出的“表演框架”正可以解释这一动态过程。互动初始，患者就给社工的“剧本”划定了范

围，后者则如同一个被局限在“善意的倾听者”的框架内，而社工的“表演”也理所当然地偏于表达性，

以不主动追问病情细节等“防御性”动作来表示尊重，防止“表演崩溃”。但当患者抛出某个具体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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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 P01 关于异地医保的询问，P04 对于异地照料的纠结。这一刻，互动的“框架”则发生了转换，患

者主动把“剧本”重新设为“解决问题的专业咨询”。患者的社会背景深刻影响了其触发“框架转换”的

时机与方式。对于 P01 这类患者，“框架转换”往往由其对复杂信息的主动探究引发，标志着她对社工

的考核从“态度”进入“专业能力”层面。而对于 P02 这类患者，“框架转换”几乎在建立初始“工具

合理性”后就立即发生，其信任建构的路径更接近于“工具性解决先行，表达性共鸣可能随后”。 
在此时，要想进一步深化信任关系，突破点就在于自身能否灵敏地切换“戏路”，需从以情感共鸣

为主的“文戏”切换到以突出专业知识和行动力为核心的“武戏”。社工要学会驾驭这种张力，用那份关

怀和尊重的表达性姿态作为互动沟通的底色和桥梁，而用知识和资源的工具性能力作为建立信任的基石。

这揭示出信任建构中“情感信用”与“专业信用”的循环累积关系：共情调试积累了“情感信用”，使得

患者愿意在工具性问题上“赊账”尝试；而成功的工具性解决则兑现并增殖了“专业信用”，反过来进一

步巩固了情感联结，并为触及更敏感话题积累了新的“信用额度”。例如在了解 P04 的困境后，则会发

现，单纯的安慰显得那么苍白，冷冰冰地分析利弊又是伤人的。社工需要做的是，把对她两难处境的理

解和实际的资源梳理整合起来。这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带着专业温度的支持”——它既不是让人依赖

的情感捆绑，也不是机械的事务处理。 

5.3. 田野洞察对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理论层面，本研究对进一步理解医疗场域的信任动态性、具身性与情境敏感性具有重要意义。那些

无声的细节——谨慎的互动距离、得体的身体姿态、甚至病房床帘拉合的方式——这些“具身化”的实

践，都在信任的协商中起到微妙的作用。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超越纯认知或态度层面，减少对纯粹访谈

的依赖，更深的去挖掘这些互动秩序中微小的身体语言和物质环境如何共同塑造信任感。 
实践层面，其核心启示，与其说是方法，不如说是素养：一种更为根本的“情境自觉”和“伦理谦

逊”。对医务社会工作者来说，在特定医疗场景中，自身的社会身份或许附带有符号意义，此时，其专业

能力，大概就体现为自身能否根据患者释放的细微信号，灵活调整自己共情的节奏和角色的姿态，在“工

具性”与“表达性”的表演中寻求动态平衡。特别是，应意识到患者因城乡、教育、年龄等社会人口学特

征差异而可能存在的不同信任建立逻辑：面对知识分子型患者，需准备更深入的专业信息以通过其“理

性评估”；面对亟需解决实际困境的农村患者，则应更注重行动效率和可靠性；面对角色负担重的中青

年患者，则需在情感认同与实际问题解决间找到平衡点。 
对于并肩作战的护理团队而言，理解社工建立信任的这个艰难过程，本身就很有价值。护士老师们

如果能看到社工是如何小心地“进入”、耐心地“试探”、并最终专业地“深化”一段关系，或许就能更

深刻地认识到，社工的专业性体现在为“任何可能有益的干预”提前铺好了那条名为“信任”的路。对于

团队来说，这里面的成员不再只是分工不同的陌生人，而是共同维护医疗场域那个“安全、支持、专业”

整体氛围的关键伙伴。最终指向我们共同的目标：为患者提供真正整体性的、以“她”为中心的照护。 

6. 结论与反思 

本研究通过一名男性医务社工对 L 医院妇科肿瘤病房的实地观察，并与其中的五名患者互动沟通，

展现了一幅男性医务社工专业信任建构的复杂图景。此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在特定医疗与社会

情境中动态铺开、迂回向前的实践。社工初始依靠医院赋予的入场券——“制度身份”，获得病房准入

的正当性。然而打开对话缺口的是他对患者情绪的敏锐觉察，以及不越界的尊重和陪伴，并需通过“知

识展示”来持续印证专业价值。研究发现，患者的城乡背景、教育程度、年龄与生命阶段等社会人口学

特征，系统地调节着其对“制度身份”的解读、对共情方式的偏好以及对专业帮助的期待，从而形成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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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信任建立路径。这要求社工的实践必须具备高度的“情境特异性”。 
整个过程中，疾病本身的私密性、病房半开放的空间、乃至社会对“男女之别”那些若隐若现的期

待，都在无形中影响着双方的互动。信任不是在表格里打勾，而是在每一次查房、每一次谈话、甚至一

个眼神的回应中，经过反复确认而被构建起来。由此，戈夫曼所说的“互动秩序”在病房里是如此生动

具体——社工要根据患者的年龄、经历、此刻的情绪状态，不断调整自己的言谈举止，就像一个默契的

舞伴，既要引领，更要跟随。 
然而，作为一项基于小样本的质性探索，本研究基于单个医院、五位患者的观察，虽能深入呈现信

任建构的复杂肌理，但其代表性和普遍性有一定局限。田野中亦存在“拒绝互动”的案例。例如，曾有一

位 52 岁的患者，在护士简短介绍后，仅以“我不需要，谢谢”回应，并在后续查房中始终保持沉默或背

身休息。这种“无声的拒绝”本身是信任建构光谱的重要一端，它可能源于更强烈的隐私观念、对男性

的戒备、或当时极差的身心状态。由于无法建立对话，对其原因只能进行外部推测，但这恰恰印证了本

研究核心论点中“情境化”与“关系性”的本质：信任建构的失败，同样是特定情境与关系互动共同作用

的结果。它从反面证明了信任并非单向努力可成，而是高度依赖双方在具体情境中的共谋与协商。这提

示我们在关注成功建立信任的同时，也应将“不信任”或“拒绝”作为一种重要的情境化结果来理解，未

来的研究需设法纳入更多元(包括失败)的互动案例，以更全面地描绘信任建构的完整图景。 
总之，本文通过聚焦于“信任建构”这一细微过程，或许能为理解医务社会工作者，尤其是男性医

务社工，需要如何融入护理团队、如何真正走进患者的世界，提供一个有温度的视角。在强调多学科协

作以提升整体护理水平的今天，也许我们更应关注此类细微、动态的关系建立过程。只有理解这些，所

谓的“团队合作”才不会流于表面，换之而来的是真正形成支持患者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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